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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程度、收入阶层与生育意愿研究

李长安,杨智姣,范小海
 

[摘 要]文章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

检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

明,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呈现差异性,在低收入阶层和

中等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会降低生育意愿,对生育意愿具有抑制效应,

但在高收入阶层中没有呈现显著影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上述结论。从“教育—

成本”“教育—文化”和“教育—阶层”三方面考察教育对不同收入阶层作用机制的差

异,结果显示,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的机制不同。

对中等收入阶层而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受到“教育—成本”

“教育—文化”和“教育—阶层”三方面的共同影响;而在低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

的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主要是“教育—文化”机制在发挥作用。因此在政策制

定时,应重点关注中低收入阶层群体的生育意愿,防止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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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口资源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资源,与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7以下,

显著低于2.1的生育“更替水平”,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 数 据 与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我国户均人口减少0.48,这意味着我国居

民生育意愿下降,人口红利的优势正逐渐消失。2021年《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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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布,正式实施三孩生育政策,说明人口问题

是我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从宏观层面上说,当前我国正处于生育转

型和社会变化相对较快的时期,生育率已经由政策性低生育转向内生性低生

育阶段(穆光宗,2021),生育率的下降更多地取决于外部社会环境和社会经

济结构因素的变化。从微观层面上说,与其他的微观家庭经济行为相同,生

育作为一个家庭基于利益权衡的经济决策,会受到所处的收入水平和社会阶

层的影响。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及包容性生育支持体系构建需求的提出,

生育政策的调整在为人们带来更多生育选择空间的同时,被压抑的生育率的

阶层差异也可能得到释放。因此,收入阶层视角下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显得十分必要。

在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中,受教育程度作为一种可积累的人力资本,

一直受到关注。过去十几年间,我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得到较大提升。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8年,与

2010年“六普”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

15467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上升为15088人;拥有初中文化

程度的由38788人下降为34507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26779人下降为

24767人。收入阶层在教育作用于生育率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三者间

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研究收入阶层视角下教育对

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在客观上作为分析教育对生育意愿影响的一种补充,

有助于丰富生育意愿及其影响机制相关研究的解释框架,增强社会分层流动

理论的解释力,同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低生育率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增

进对低生育陷阱自我强化机制的探讨,为生育服务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

参考。

本文使用2015年和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旨在回答以

下问题:一是各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否呈现差异?

二是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是否因所处收入阶层的不同具有

差异化路径? 据此,本文结合生育相关理论,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回归

实证检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是否存在差异,并验证西

方关于生育意愿和经济社会地位变迁的理论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以便系统

厘清在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背景下影响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变化的决定因素及

其传导机制。

现有文献在分析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时,多将收入作为控制变

量纳入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较少涉及不同收入阶层的受教育程度

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没有关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在不同收入阶层中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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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从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拓展空间。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存在的

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在研究内容上,现有文献关于受教育水平与

生育意愿之间内在机制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多集中于“教育—成本”与“教
育—文化”两方面,其背后对应的是在微观个体特征层面对生育行为的成本效

益和生育价值观的探讨,但对“教育—阶层”这一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和实证

检验较为少见,这也反映出从宏观社会结构变动及社会阶层差异视角洞悉生

育行为的研究不足。(2)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内生性对受教育程

度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影响,导致实证结果会有向上或向下的偏误,因此本文

使用工具变量法来控制内生性对实证结果的影响,能够有效地克服估计偏差,

更好地分析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机制

(一)文献回顾

关于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

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对受教育程度与居民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还没有

统一的定论。不少学者认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致使生育意愿下降(Liu,

Daphne
 

H.,2020),女性受教育水平会通过提高劳动收入、增强个人事业发

展偏好和推迟初婚年龄进而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王一帆等,

2021)。Sohn
 

H.(2019)利用1993年启动的韩国高等教育改革进行实验设计,

发现拥有大学学位会降低23个百分点的分娩可能性和1.3个百分点的分娩总

数。受过教育的女性会对时间的数量—质量和机会成本进行权衡,更倾向通

过现代避孕措施控制家庭规模,从而导致总生育率下降(Sheikh,Q.A.,

2017)。也有学者持有相反的观点,认为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张樨樨等,2020),原因在于教育提高了夫妻的工作收入,放松了家庭

的预算约束,生育孩子数量因而不会下降,教育程度与生育率之间并非呈现

负相关关系(Fort,M.,2016)。还有研究表明教育对生育意愿并非只有单

一的抑制或促进作用,两者并非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张晓青,2016)。在父

母受教育水平和能力提高的初期,生育孩子数量较多,随着父母的学历和能

力继续提升,会导致生育意愿下降,在学历和能力的最高阶段,生育数量又

会再出现上升趋势,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之间呈现倒 U 形关系(Vogl,

T.S.,2016)。

关于收入阶层与生育率。不少学者认为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同生育意愿

均呈负相关关系(Bollen,K.,2007)。Bijlsma
 

M.J.(2020)通过研究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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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出生的一组女性样本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在决定生育率方面起着重要

作用,同伴关系地位和就业地位会间接导致无子女人数大幅增加。Dribe,

M.(2017)使用欧洲和北美五个当地人口的纵向微观数据,研究结果支持上层

人群会先于其他群体降低生育率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家庭收入对育龄人群

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条件越好,生育意愿越强烈。陈

蓉(2014)以上海为例,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法,整合1981年以来三十年间围

绕上海进行的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发现高收入群体生育意愿相对较强。

Schneider,D.(2015)通过研究美国家庭结构中的阶层分化发现,社会经济地

位较低的妇女在经济条件较差的情况下确实不太可能结婚,显著降低了她们

的生育率。但也有学者认为收入与生育意愿呈非线性关系。生育率与家庭收

入并不总是呈反向关系,而是收入到了一定水平以后,生育率水平又会随之

上升,即“收入—生育率”曲线基本呈扁平U形曲线形态,中等收入群体是生

育率最低的人群(李子联,2016),阶层向上流动会增加生育意愿(徐巧玲,

2019)。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关于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收入阶层与生育意愿

两两之间作用关系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就受教育程度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

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还没有统一的结论。因此探究不同收入阶层受教育程度

对生育意愿的差异和作用机制,对于我们实现人口转型,释放教育红利具有

重要意义。

(二)理论机制分析

首先,基于经济学视角。生育是理性经济人的一种决策行为,孩子是以

家庭为单位决定是否“购买”的一种商品,势必要受到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的衡

量,收入阶层生育行为差异性的背后反映的经济学理论是对孩子价值的评估

差异。孩子作为一种“正常消费品”,其成本主要体现在养育成本和机会成本

两方面。就养育成本而言,家庭收入提高能够放宽家庭预算约束,降低家庭

风险预期,收入效应能够激励生育,增加孩子数量。但贝克尔的数量—质量

替代模型认为,随着“预算限制”的扩张,人们想要更多数量孩子的同时,对

孩子的质量要求也更高了,这种替代效应会提高每个孩子的“价格”,即养育

成本,从而抑制生育意愿,减少生育行为。生育率与家庭收入的关系取决于

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中哪种效应占主导作用,当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时,

生育率会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当收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时,生育率

会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王天宇等,2015)。因此养育成本对不同收入

阶层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养育成本约束的仅仅是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而无

法适用于富裕群体,富裕群体从孩子的经济和实用价值转移到心理和情感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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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方面,孩子的质量—数量替代关系在收入最顶层的富裕阶层不成立(张新

洁,2017)。另一种成本为机会成本,受教育程度的增加提高了个人工作参与

率,根据收入—闲暇替代理论,当收入增加时,闲暇的机会成本变高,生育

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可能会降低居民生育意愿。这种收入—闲暇替代关系

会在不同收入阶层呈现差异性,按经济学的逻辑解释为,高收入阶层意味着

个人单位时间的影子价格高,生养孩子属于时间密集型活动,机会成本的增

加会降低孩子带来的效用预期,因此会选择少生孩子。而低收入阶层闲暇的

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生育数量相对较高(郭凯明等,2017)。

其次,基于社会学视角。法国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阿森·杜蒙特(Arsene
 

Dumont)的“社会毛细管”理论认为,阶层流动会影响生育率,社会中个体具

有不断向上发展的需求与渴望,因而会牺牲生育机会将其资源更多地用于地

位提升,出生率的下降是“社会毛细管”效应的体现。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增

加收入的同时,也是居民实现阶层流动最重要的人力资本,与受教育程度较

低的群体相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越有动机为维护现有收入阶层或实现

阶层的向上跨越,从而进行地位消费,即消费者为了表征、维护和提高自己

的社会地位而消费地位商品,并以此向自己或周围的重要他人宣示自己所属

或所向往的社会阶层的行为(Leibenstein,H.,1974)。这导致花在地位消费

上的支出增长速度超过收入增长速度,地位消费对生育的挤压不但没有随收

入增长而减轻,反而可能会越来越重,从而产生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机制,

形成低生育率陷阱(陈卫民等,2021)。但地位消费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可

能存在差异,如果个人的实际经济状况好于所认同的阶层的平均水平,地位

商品消费的压力较小;反之,则压力较大,为了优先满足地位商品消费,只

能压缩甚至放弃其他方面的支出,包括生育,进而抑制了生育意愿。

最后,基于生育文化视角。除了社会结构、经济因素以外,内嵌于生育

政策背后的生育文化和价值规范也是导致中国陷入低生育陷阱的重要因素。

而生育价值观的转变与受教育水平息息相关,教育会通过多种路径塑造生育

意愿。一方面女性通过缩小在工作领域和教育领域与男性的机会不平等会改

善性别之间的不对称性(Okun,B.S.,2019)。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相

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这种经济能力的增加往往转

化为家庭中讨价还价能力的提升,从而改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

女性在家庭性别分工中追求两性平等,更注重个人价值实现,使得女性在更

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推迟个体结婚时间并降低生育意愿。另一方面,

随着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人们的生育观念和

养老观念正逐步发生改变,“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和“母以子贵”等传统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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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正在逐渐减弱,女性也不再被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低生育率就是女性

在感知这种文化差异以及面临家庭与工作冲突的一种反映。

三、数据说明和模型构建

(一)模型设定

在回归分析中,受教育水平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和

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首先是反向因果问题,一方面具有更强生育意愿的

个体由于要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因此可能会选择增加受教育程度从而放宽

收入约束;另一方面有更低生育意愿的个体虽然没有生育成本的经济压力,

但要承担传统的世俗观念和未来保障的压力,因此也可能会选择提高人力资

本,降低预期风险,这取决于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作用方向。其次是遗

漏变量问题,比如居民的性别偏好、个人能力等,这些因素同时影响人力资

本和生育意愿,遗漏上述变量会导致估计结果的向上或向下偏误。为了解决

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 Huang(2015)和张晓敏等(2022)的

做法,围绕《义务教育法》的实施这一外生冲击,构造教育的工具变量进行两

阶段估计。根据我国不同省区市实施《义务教育法》的具体时间,以及对应的

受到《义务教育法》影响的第一批人的出生时间,构造义务教育影响程度指标。

具体构造方式为:由于各省实施《义务教育法》的具体时间存在差异,因此根

据各省的不同实施时间,将居民受到《义务教育法》的影响程度定义为0-1间

的连续变量。即如果个体在《义务教育法》实施时小于6岁,则被视为受到《义

务教育法》的完全影响,记为1;如果个体在《义务教育法》实施时大于15岁,

则被视为不会受到《义务教育法》影响,记为0。如果某人在《义务教育法》实

施时处于6~15岁,则视为部分受到《义务教育法》的影响,取值在(0,1)间,

表达式为(出生年份-《义务教育法》实施年份+15)/10。因此,《义务教育法》

的实施在此可被视为一项外部冲击,从而有效避免模型内生性。

由于生育变量是连续变量,因此本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进行实证

回归分析,模型设定为:

Eduyeari=α0+
 

α1 IV+
 

α2∑Xi
 +

 

εi (1)

Childreni=γ0+
 

γ1Eduyeari
 +

 

γ2lninci+γ3lninc2i+γ4∑Xi+
 

μi (2)

式(1)为工具变量对个人受教育程度变量第一阶段的估计方程,式(2)是

个人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变量第二阶段的估计方程。其中,γ1 表示受教育

程度对居民生育意愿的作用程度,γ1>0表示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生育意愿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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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促进作用,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越强烈,γ1 越大说明受教育程度

的促进效应越大。反之,γ1<0表示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抑制作

用,γ1 绝对值越大说明受教育程度的抑制效应越大。Childreni 表示个体i
的生育意愿,Eduyeari 表示个体i的受教育水平。IV 是模型的工具变量,

即义务教育影响程度。根据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小学升学率从

1986年的69.5%上升到1995年的90.8%,2000年以后超过了95%,到

2020年达到99.5%,说明《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有效提升了居民受教育程度,

但对个人生育意愿而言属于外生变量,因此具有较好的外生性。

式(2)中1ninc和1ninc2 分别为居民收入和收入的平方项,当回归结果得

到收入对生育的影响系数γ2 为负,而1ninc2 系数γ3 为正时,表示收入对于

生育意愿的影响出现U型相关。本文出于对数据特征的考虑,使用了平方项

和分组回归来研究教育的非线性作用问题,从而进一步探究组间的生育意愿

差异。

∑Xi 属于影响生育意愿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εi、μi 为随机误差项。此

外,本文还控制个体身份差异。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5年和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混合截面数

据①,涉及全国28个省份23552个样本数,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通过删除数

据缺失和存在异常值的样本,最终共得到样本10360个。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的生育意愿,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询问了受

访者的生育意愿:“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子?”通过对样本

进行99%分位的缩尾处理,剔除异常值后,生育意愿为0~4的连续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个人的受教育年限,受教育年限按小学为6年、初中

为9年、高中/中专/技校为12年、大专为15年、大学本科为16年、硕士为

19年进行赋值。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个人特征变量中年龄按

调查年份减出生年份计算得出;男性赋值为1,女性为0;年收入按惯例取对

数,家庭特征变量中已有孩子、有房产、有社保、已婚赋值为1,反之赋值

为0;兄弟姐妹数量按拥有的数量总和计数。生育观念根据问卷中“女性是否

应以家庭为重”这一问题进行衡量,分为1~5五个等级,数值越大表示越同

意该观点。教育成本为家庭中的教育消费总额,地位消费由文化休闲娱乐支

出和消费品支出加总得来,教育成本和地位消费均取对数处理。表1为相关

① 鉴于后 续 作 用 机 制 分 析 中 的 主 要 变 量 养 育 成 本、地 位 消 费 仅 CGSS2015和

CGSS2017包含,故主要使用CGSS2015和CGSS2017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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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为研究生育意愿的阶层差异,我们对总样本进行分组处理。本文借鉴李

培林和张翼(2008)的做法,选择样本的平均年收入作为参照基准,把高于平

均收入2.5倍及以上的收入群体定义为“高收入者”;把低于平均收入线50%
及以下的(这个标准在发达国家通常被定义为相对贫困)定义为“低收入者”;

把低收入的上限到平均收入2.5倍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层”。按此划分标

准对样本数据进行阶层划分,其中处于低收入阶层的有4055,中等收入阶层

5656,高收入阶层649,占比分别为39.14%、54.59%、6.26%,中等收入

阶层占比较大。表1显示了各个变量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统计差异。
表1 描述性统计(N=10360)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低 中 高

被解释变量

  生育意愿 1.838 0.667 1.882 1.804 1.866

核心解释变量

  受教育年限 11.04 3.85 9.313 11.866 14.622

个人特征变量

  性别 0.502 0.5 0.399 0.553 0.704

  年龄 41.028 11.133 42.045 40.541 38.917

  年龄的平方 1807.227 910.735 1902.055 1763.302 1597.37

  是否有工作 0.871 0.335 0.794 0.915 0.963

  年收入(万元) 9.263 3.348 6.74 10.724 12.296

  年收入的平方 97.018 38.96 62.935 115.193 151.623

家庭特征变量

  是否有孩子 0.823 0.382 0.864 0.802 0.746

  是否有房产 0.902 0.297 0.896 0.906 0.914

  兄弟姐妹数量 1.115 1.141 1.212 1.074 0.859

  婚姻状况 0.803 0.398 0.806 0.804 0.777

  是否有社保 0.94 0.238 0.921 0.951 0.957

  生育观念 3.074 1.262 3.261 2.964 2.864

  教育成本(万元)
 

7.645 3.073 7.597 7.634 8.06

  地位消费(万元)
 

2.550
 

3.881 2.323 2.649 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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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模型

表2的估计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生育意愿呈现显著负影响,即

说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抑制作用,且

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比OLS和2SLS的回归结果可知,在使用

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后(模型4至模型6),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生育意愿的抑制

程度大幅上升,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忽略模型的内生性有可能

导致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估计结果的向下偏误,从而低估受教育程度的影

响。工具变量实证分析的关键是保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就2SLS回归

结果做了如下检验。(1)内生性检验。从表2中模型(4)-(6)的回归结果来

看,2SLS回归给出的内生性检验的P值拒绝了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表

明模型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2)弱工具变量检验。工具变量回归第一阶段的

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均与居民受教育水平高度相关,且表2中模型(4)

-(6)的第一阶段回归的F值均显著大于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这说明“义务教育影响程度”是一个满足条件的工具变量,内生性得到较好

控制。

表2中回归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能显著降低居民生育意愿。各

控制变量对收入的影响是:收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为负,说明收入的增加会

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此时生育的替代效应占主导。但收入的平方对生育意

愿的却呈现相反方向的影响,说明当收入持续上升,增加到一个比较高的水

平时,生育成本约束得到放松,此时生育的收入效应占主导,生育意愿得以

释放,即收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呈正U型。此外,性别对生育意愿呈现显著

影响,男性的生育意愿强于女性。女性是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决定的最直接

承担者,比男性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成本;男性作为生育决策的优势方,

生育孩子这一行为对男性而言收益大于成本。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男性有

较强的生育意愿。已婚会增加生育意愿。拥有房产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住房成本会提高均衡路径下生育子女的影子价格,进而降低生育意愿。

现代社会中房产在某种程度是个人能力和社会资本的体现,当个人能力越强,

社会资本越多时,相应的在生育行为中受到的收入约束较小,从而影响生育

意愿。兄弟姐妹数量越多,生育意愿越强。可以看出,生育意愿会受到个人

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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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基准模型回归

变量
Ols 2sls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受教育年限 -0.0164***-0.0190***-0.0147***-0.0351***-0.0423*** -0.1201***

(0.0017) (0.0019) (0.0021) (0.0056) (0.0077) (0.0354)

收入 -0.0277** -0.0227* -0.3801*** -0.5139***

(0.0090) (0.0092) (0.0846) (0.1133)

收入的平方 0.0026** 0.0020* 0.0213*** -0.5139***

(0.0008) (0.0008) (0.0044) (0.1133)

性别 0.0539*** 0.0331***

(0.0134) (0.0074)

年龄 -0.0074 0.0445*

(0.0055) (0.0185)

年龄的平方 0.0001 -0.0338**

(0.0001) (0.0105)

婚姻状况 0.0640** 0.0003**

(0.0237) (0.0001)

是否有工作 -0.0089 0.0273

(0.0222) (0.0287)

是否有孩子 0.1217*** 0.0041

(0.0287) (0.0537)

是否有房产 0.0624** 0.0983***

(0.0232) (0.0296)

兄弟姐妹数量 0.0189** 0.0815*

(0.0065) (0.0322)

是否有社保 -0.0002 0.0095

(0.0302) (0.0077)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1.8850*** 1.9153*** 1.7621*** 2.2441*** 3.9382*** 5.4095***

(0.0235) (0.0301) (0.1111) (0.0692) (0.4280) (0.7968)

N 10360 10360 10359 10360 10360 10359

adj.R2 0.025 0.026 0.036
 

0.117 0.2733 0.3286

Wald
 

chi2 42.16
 

52.73 13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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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Ols 2sls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内生性检验的P值 0.0016 0.0009 0.0007

第一阶段Ⅳ
2.5884***

(0.0768)
2.0051***

(0.0768)
 

1.2171***

(0.1864)

第一阶段F值
 

712.15 928.04 386.04

  注:各列括号内为回归系数对应聚类后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图1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生育意愿

(二)生育意愿的阶层差异

从表2中的回归结果可知,收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线性关

系,而是随着收入的逐渐提高,生意意愿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正 U型变化。

图1显示了不同收入阶层的生育意愿。从中可以看出各收入阶层都具有生育

意愿,不想要孩子的比例在各阶层中仅有2%左右,说明在我国家庭结构中,

孩子是一项正常商品,甚至是必需品。但我国平均生育意愿较低,在收入阶

层中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变化趋势,中等收入阶层的平均生育意愿最低。

不同收入阶层的生育意愿数量出现较大分化,在各收入阶层中生育二孩的意

愿还是比较强烈的,所占比例均在60%以上,但生育三孩及以上的意愿均呈

现大比例下降。高收入阶层具有三孩的生育意愿占比最多,中等收入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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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生育意愿最弱。值得注意的是,中等收入阶层对一孩的生育意愿最强烈,

这说明中等收入阶层并不是不想要孩子,而是比起孩子的数量,更注重孩子

的质量,或者说中等收入阶层的生育意愿受到更多约束,生育意愿难以释放。

将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样本进行回归对照分析,对

比各阶层下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差异。考虑到样本中高收入阶层中

高学历人群占比较高,低收入阶层中高学历人群占比较低,分组回归将造成

偏误,因此我们引入收入的平方项对高收入阶层较多的北上广地区样本进行

回归,以弥补阶层分组中高收入阶层较少的样本偏差问题。估计结果如

表3所示。
表3 受教育程度差异对生育影响的阶层差异分析

收入阶层划分

低 中 高
北上广地区

受教育年限 -0.0988* -0.0994*** -0.1190 -0.4724

(0.0448) (0.0277) (0.0699) (0.3598)

收入 0.0306 0.1973** 0.2730** -2.2183

(0.0353) (0.0610) (0.0970) (1.4704)

收入的平方 0.1351

(0.0857)

性别 0.0730* 0.0320 0.0481 -0.0232

(0.0296) (0.0261) (0.0714) (0.1116)

年龄 -2.2951 -0.0190 -0.0259 -0.0765

(1.3133) (0.0097) (0.0316) (0.0708)

年龄的平方 0.0270 0.0001 0.0002 0.0005

(0.0155) (0.0001) (0.0004) (0.0006)

婚姻状况 0.0105 0.0617 0.1086 0.2077

(0.0509) (0.0346) (0.1075) (0.1738)

是否有工作 0.0037 0.0182 0.2744 0.2605

(0.0412) (0.0395) (0.1709) (0.2867)

是否有孩子 -0.0657 0.0382 -0.0989 -0.1113

(0.1228) (0.0522) (0.1419) (0.2726)

是否有房产 0.1087* 0.0859* -0.0505 0.6157

(0.0458) (0.0368) (0.1274) (0.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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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收入阶层划分

低 中 高
北上广地区

兄弟姐妹数量 0.0612 0.0656* 0.0605 0.0389

(0.0461) (0.0258) (0.0535) (0.0574)

是否有社保 -0.0064 0.0206* 0.0182 0.1304

(0.0121) (0.0096) (0.0326) (0.1117)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50.9991 1.0356** 0.5365 16.8571

(27.8181) (0.3383) (1.1991) (10.2471)

N 4055 5656 649 652

adj.R2
 

0.1738
 

0.2199
 

0.1733 0.3886

Wald
 

chi2
 

61.20 102.40
 

25.68 6.02

内生性检验的P值
 

0.0417 0.0004 0.0704
 

0.0061

第一阶段Ⅳ
2.3813*** 
(0.4600)

 

1.9075***

(0.2379)
2.5895***

(0.6885)
0.7947***

(0.6072)

第一阶段F值
 

46.10
 

153.04
 

11.55 50.98

  注:各列括号内为回归系数对应聚类后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表3中回归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呈现差异,在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生育意愿

有抑制作用,在高收入阶层并未发现相同效应。各控制变量对各收入阶层也

具有差异性,在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中,拥有房产对生育意愿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居民拥有房产将会提高低收入阶层生育意愿,因为住房成本直

接影响居民预算约束,会提高均衡路径下生育子女的影子价格(易君健等,

2008),拥有房产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低收入阶层预算约束,降低生育成

本。在面对不确定事件时,穷人、富人具有不同的应对态度,穷人比富人更

厌恶风险(Yesuf,M.,2009),因此在中低收入阶层更有可能用房产来降低

生育的未知风险。在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中,性别对中等收入阶层生

育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男性生育意愿显著高于女性,这也反映出女性的生

育困境,教育年限的提升使女性工作参与率提高,获得了与男性同台竞技的

机会,但因为在孩子的生育、抚养阶段,母亲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女

性在生养孩子期间的“职业空窗期”造成了职业中断,导致女性的人力资本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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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职业上升通道受阻以及经济地位下降等,最终形成女性就业歧视,女性

在劳动力市场、育儿安排和工作-家庭方面的不相容会降低家庭的最终生育

水平(计迎春等,2018)。基于性别平等视角的社会性规制缺失使得女性陷入

就业和生育选择的两难境地,从而影响其生育意愿,这也间接验证了劳动力

市场“生育税”的存在。从对北上广地区的回归结果来看,收入的平方项系数

为正,说明收入对于生育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趋势,即生育意愿确实存在阶

层差异。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无显著影响,进一步印证了受教育程

度对高收入阶层生育意愿不存在抑制效应的结论。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寻找其他工具变量和重新划分阶层两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首

先,更换工具变量。在前文中,本文通过构造义务教育影响程度这一指标作

为工具变量,来衡量受教育程度对不同阶层生育意愿的影响,义务教育影响

程度这一工具变量实质上是假设了受教育水平与受义务教育法影响的时间长

度呈线性关系,因此,我们参考李青原(2022)的做法,将工具变量改为“是否

受到《义务教育法》影响”的二元变量,若个体受到《义务教育法》的影响,则取

值为1,否则取值为0,重新估计不同收入阶层下的生育意愿变化。其次,重

新定义阶层划分。由于文中高收入和低收入样本相较于中等收入较少,因此

将全样本平均分为三组,分别定义为高、中、低收入群体。实证结果如表

4所示。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更换工具变量还是重新定义阶层划分,受教

育年限的提升对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的生育意愿具有抑制效应,而对

于高收入阶层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更换工具变量 重新定义阶层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受教育年限 -0.0423** -0.0876** -0.1193 -0.0820* -0.0769* -0.2218

(0.0129) (0.0340) (0.0634) (0.0373) (0.0327) (0.117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2.2116*** 1.1075** 0.4698 34.2974 1.1545** 2.2644*

(0.1731) (0.3564) (1.1875) (23.8902) (0.3977) (0.9615)

N 4054 5656 649 3453 3454 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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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更换工具变量 重新定义阶层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adj.R2 0.1501
 

0.2165
 

0.1759
 

0.2391 0.2156 0.3751

Wald
 

chi2 60.27 99.55
 

25.23
 

49.63
 

86.09
 

39.15

内生性检验的P值 0.0478 0.0141
 

0.0362 0.0540 0.0486 0.0076

第一阶段Ⅳ
2.0600***

(0.1369)
 

1.0603***

(0.1682)
1.7442***

(0.4750)
2.8546***

(0.4887)
1.9234***

(0.2935)
(0.8661)***

0.3070
 

第一阶段F值
 

56.01
 

163.27
 

12.04 92.91
 

90.86 150.82

  注:各列括号内为回归系数对应聚类后的稳健标准误;其他控制变量同表2,表中略去

这些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五、作用机制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对不同收入阶层的生育意愿影响具有差异性,

教育年限的提升对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的生育意愿具有抑制效应,而

对于高收入阶层没有显著影响。那么受教育程度是如何影响生育意愿的呢?

对于不同收入阶层而言,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化路径?

本部分将尝试解决上述问题,探讨受教育程度降低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和动

力驱动。本文根据江艇(2022)对因果推断方法的论述,结合前文的理论研究

分析,分别从“教育—成本”“教育—文化”和“教育—阶层”三方面考察不同收

入阶层作用机制的差异。

首先,教育—成本方面。高昂的养育成本已经成为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决

策的重要因素,也是近十几年来我国人口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主要经济学原

因(潘云华、陈勃,2011)。从表5中给出受教育程度对孩子养育成本变量的

实证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相比起高收入阶层,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使得中等收

入阶层养育孩子的成本显著增加。这表明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人力资本需

求引致的增加使中等收入家庭更加注重后代的教育投资,从而增加了养育成

本。这就使得在预算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孩子的数量与质量替代关系导致中

等收入阶层选择降低生育意愿。对低收入阶层而言,即使在理念上想要提升

孩子的质量培养,但由于受到相对严格的收入约束制约,实际上用于培养孩

子的可支配收入相对较少,生育的价格效应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并不呈现显

著影响。而对高收入阶层而言,其面临的收入约束较为宽松,生育的收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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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占主导地位,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其养育成本的边际增量较小。相比之下,

中等收入阶级在两种效应中均不占优势,对“质量”的追求高于社会结构的下

层,而追求“质量”所受的预算约束又大于上层,进一步挤压了其对“数量”的
追求,因此养育成本的作用机制对中等收入阶层的生育意愿作用效果最大。

表5 不同收入阶层下教育—成本作用机制分析

变量 低 中 高

受教育年限 -2.1397 0.4839*** 1.5583

(5.2850) (0.1403) (0.890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常数项 27.9878 6.7036*** -31.8378*

(57.6498) (1.7559) (14.1404)

N 4055 5656 649

adj.R2
 

0.1856
 

0.2200 0.3717

Wald
 

chi2
 

475.14
 

2630.97
 

204.77

内生性检验的P值 0.3189
 

0.0017
 

0.0090

第一阶段Ⅳ
-.1492
(0.3245)

1.9075***

(0.2379)
 

1.5166***

(0.6035)

第一阶段F值
 

55.39 165.69
 

27.65

其次,教育—文化方面。教育是塑造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随着基础教育

的普及和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传统的生育观念也开始出现转变。根

据表6的回归结果,受教育程度对传统生育观念的作用机制在低收入阶层和

中等收入阶层呈现显著影响,说明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中低收入阶层传统生

育观念的冲击作用最为强烈。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增加,

逐渐提高了中低收入阶层女性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改变了女性以家庭为主

的传统观念,开始强调自我价值,追求性别平等。人力资本的提升提高了中

低收入阶层的工作参与率,闲暇时间相对变少,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和时间

增加,从而进一步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生育意愿。此外,收入和社会保障会

对生育意愿产生替代效应(Liu,Z.,2020),社会养老体系和社会保险的逐渐

健全和普及也降低了中低收入阶层生育意愿。而高收入阶层可能更注重从生

育孩子中得到的精神效用,也更希望自身的社会阶层和基因得到传递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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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相对强烈(风笑天,2018)。因此受教育程度对生育观念的作用机制

在高收入阶层没有呈现显著作用。

表6 不同收入阶层下教育—文化作用机制分析

变量 低 中 高

受教育年限 -0.1723*** -0.0942* -0.1059

(0.0359) (0.0469) (0.105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常数项 4.5346*** 3.8652*** 2.2341

(0.3675) (0.5734) (2.0070)

N 4048 5652 649

adj.R2
 

0.1702
 

0.2201
 

0.1746

Wald
 

chi2
 

113.99
 

414.19 106.47

内生性检验的p值 0.0029 0.4168 0.6723

第一阶段Ⅳ
1.6729***

(0.1555)
1.9120***

(0.2380)
2.5889***

 

(0.6841)

第一阶段F值 57.64 165.63 12.53

最后,教育—阶层方面。本文主要从阶层认同感来观察不同阶层的生育

意愿变化。消费水平是衡量阶层认同感最直观的方式,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

群体,会为了彰显自身的阶层而选择符合该阶层的消费方式,此时孩子作为

一种“商品”,如果孩子带来的边际效用不如阶层认同带来的边际效用更高,

那么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出于阶层认同的地位消费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生

育孩子的预算,从而抑制生育意愿(何明帅和于森,2017)。另一方面,社会

阶层流动给予人们实现阶层向上跨越的希望,也会在一定程度挤占生育预算,

进而抑制生育意愿。从表7中受教育程度对各个收入阶层的地位消费变量的

实证回归结果来看,受教育程度对地位消费的影响仅在中等收入阶层具有显

著影响,说明中等收入阶层有更强烈的地位消费动机,即不想回掉到更低的

收入阶层,又想要维护现有的社会地位或实现更高的阶层跨越。而对低收入

阶层而言,由于其可支配收入较低,在满足家庭必要支出后,用于地位消费

的剩余份额较少,这也反映出在现有社会发展阶段,收入预算约束仍然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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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各阶层生育意愿释放的主要抑制因素。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阶层流动的影

响在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均不显著,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转型期的社会

分层和流动不断削弱参照群体阶层定位的稳定性,使得传统的阶层参照群体

本身的客观指标会愈加离散,让阶层流动对比变得模糊。另一方面是由于现

有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通道较窄,阶层固化显著,难以实现阶层跨越。教育仍

是中低收入阶层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

表7 不同收入阶层下教育—阶层作用渠道分析

变量 低 中 高

受教育年限 0.1999 0.4375* -0.3824

(0.2308) (0.2131) (0.739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常数项 -102.9341 18.5847 308.5444

(81.2976) (97.3226) (574.9321)

N 4048 5652 649

adj.R2
 

0.2049
 

0.2071 0.0869

Wald
 

chi2 82.53 221.47 17.35

内生性检验的P值 0.4758 0.0131
 

0.1926

第一阶段Ⅳ
1.5599*

(0.7643)
 

1.8938***
 

(0.7239)
1.6094

 

(1.9274)

第一阶段F值
 

16.90
 

50.66
 

2.69

本文通过对受教育程度影响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知,首先,

受教育程度会提高居民对孩子质量的重视,增加养育成本,从而在孩子数量

之间产生替代效应,降低生育意愿。其次,受教育程度使居民传统生育观念

得以转变,传统生育思想逐渐被平等自由的价值观所取代,使人们更强调个

人价值,减少生育数量。最后,受教育水平通过提高人们实现阶层向上流动

期望,增加地位消费挤占生育预算进而抑制生育意愿,说明收入预算约束仍

然是各阶层生育意愿释放的主要抑制因素。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

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的机制不同。对中等收入阶层而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受到“教育—成本”“教育—文化”和“教育—阶层”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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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共同影响。而在低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

用主要来自“教育—文化”机制的影响。因此在政策制定时,应关注中低收入

阶层群体的生育意愿,防止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

证检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得

出以下结论:(1)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意意愿具有抑制效应,收入对生育意

愿的影响呈现正U型变化趋势。(2)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不同收

入阶层中呈现差异性,在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的增加

能降低生育意愿,对生育意愿具有抑制效应,但在高收入阶层并没有呈现显

著影响。稳健性检验也同样得出相同的结论。(3)从“教育—成本”“教育—文

化”和“教育—阶层”三方面考察受教育程度对不同收入阶层的作用机制差异,

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的机制

不同。对中等收入阶层而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将受

到“教育—成本”“教育—文化”和“教育—阶层”三方面的共同影响。而在低收

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主要是“教育—文化”机

制在发挥作用。收入预算约束仍然是影响各阶层生育意愿释放的主要抑制因

素,现有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通道较窄,教育仍是中低收入阶层实现阶层向上

流动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政策制定时,应重点关注中低收入阶层群体的生育

意愿,防止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根据以上结论,为提高居民生育意愿,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提高

社会流动性是防止掉入低生育率陷阱、促进生育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应该

创造促进社会阶层良性流动的外部环境,拓宽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和路

径,积极释放由于阶层差异压制的生育意愿。(2)完善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补

助,增强生育保障力度,降低居民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成本,缓解中低收入阶

层群体面临生育收入预算约束。创造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就业和社会环境,减

少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隐性生育税和性别歧视,缓解中低收入阶层群体在事

业发展与成家生子之间的选择冲突。(3)结合不同收入阶层的生育特点,进行

生育宣传和激励,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生育支持政策和生育补贴计划,促进

各收入阶层能够合理释放其生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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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on
 

Chinese
 

family
 

fertility
 

int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class
LI

 

Chang-an1,YANG
 

Zhi-jiao1,FAN
 

Xiao-hai2

(1.School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2.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in
 

2015
 

and
 

2017,

the
 

article
 

uses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degree
 

and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childbearing
 

willingness
 

in
 

different
 

income
 

groups.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childbearing
 

willingness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income
 

levels.In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groups,the
 

increase
 

of
 

education
 

will
 

reduce
 

childbearing
 

willingness,It
 

has
 

inhibitory
 

effect
 

on
 

fertility
 

desire,but
 

it
 

does
 

not
 

show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high-income
 

class.Robustness
 

test
 

further
 

supports
 

the
 

above
 

conclusions.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fference
 

of
 

the
 

mechanism
 

of
 

education
 

on
 

different
 

income
 

classes
 

from
 

three
 

aspects:“education
 

cost”,“educati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clas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level
 

on
 

fertility
 

desire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income
 

classes.For
 

the
 

middle
 

income
 

class,the
 

inhibition
 

of
 

the
 

increase
 

of
 

education
 

level
 

on
 

the
 

fertility
 

will
 

is
 

affected
 

by
 

“education
 

cost”,“educati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class”;However,in
 

the
 

low-income
 

class,the
 

increase
 

of
 

education
 

level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fertility
 

desire
 

mainly
 

because
 

of
 

the
 

“education
 

culture”
 

mechanism.Therefore,when
 

making
 

policies,we
 

should
 

focus
 

on
 

the
 

fertility
 

wishes
 

of
 

the
 

low-income
 

groups
 

to
 

prevent
 

falling
 

into
 

the
 

low
 

fertility
 

trap.

Key
 

words:education
 

level;income
 

class;fertility
 

intention;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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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义务教育法》的时间

省/自治区/直辖市 《义务教育法》实施时间 初始影响年龄组

上海市 1985年1月9日 1969年9月1日

浙江省 1985年9月1日 1969年9月1日

四川省 1986年1月14日 1969年9月1日

江西省 1986年2月1日 1969年9月1日

河北省 1986年7月1日 1970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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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义务教育法》实施时间 初始影响年龄组

黑龙江省 1986年7月1日 1970年9月1日

辽宁省 1986年7月1日 1970年9月1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 1986年7月1日 1970年9月1日

山西省 1986年7月1日 1970年9月1日

重庆市 1986年7月1日 1970年9月1日

北京市 1986年8月6日 1970年9月1日

江苏省 1986年9月9日 1970年9月1日

山东省 1986年9月12日 1970年9月1日

河南省 1986年10月1日 1970年9月1日

广东省 1986年10月7日 1970年9月1日

云南省 1986年10月29日 1970年9月1日

天津市 1986年11月12日 1970年9月1日

吉林省 1987年2月2日 1970年9月1日

湖北省 1987年3月1日 1970年9月1日

安徽省 1987年9月1日 1971年9月1日

陕西省 1987年9月1日 1971年9月1日

贵州省 1988年1月1日 1971年9月1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88年5月28日 1971年9月1日

福建省 1988年8月1日 1972年9月1日

内蒙古自治区 1988年9月15日 1972年9月1日

青海省 1988年10月1日 1972年9月1日

甘肃省 1990年9月3日 1974年9月1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91年9月1日 1975年9月1日

湖南省 1991年9月1日 1975年9月1日


